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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
2009-2010 年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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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口店第一地点再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遗址西剖面的保护状态与水平，同时也为东亚直立

人演化方面某些焦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机遇与可能。2009-2010 年，在西剖面最顶部堆积（即第三层）

的野外发掘中共计出土大中型动物化石材料约 800件。埋藏学研究表明，西剖面第三层中葛氏斑鹿（Cervus 

(Sika) grayi）等动物属种的骨骼富集并非古人类生存行为的结果；石制品以及古人类化石材料的缺失也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结合发掘过程中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洞穴坍塌事件的证据，我们初步认为，

至少在第三层堆积形成时期，第一地点西剖面位置处的洞穴形态并不适合于古人类的栖居活动；葛氏斑

鹿等骨骼材料则是当时在遗址附近活动的各种动物因意外因素陷落于其中而得以聚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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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excavation of the 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was initiated with an aim mainly 
to enhanc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xtant West Section of the site on the one hand and to promote 
our understanding of some key elements of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Asia Homo erectu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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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oughly 800 macro-mammal bones were uncovered from Layer 3, the uppermost stratum 
during field seasons 2009-2010. A taphonomic analysis of the skeletal remains of Cervus (Sika) 
grayi, the most dominant species of the fauna strongly negates a role played by hominins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this assemblage. The virtual absence of stone artifacts and 
human skeletal remains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is conclusion. Bearing in mind evidence of 
a series of cave collapse episodes, we tentatively propose that the cave morphology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Layer 3 at the West Section was probably inhospitable to Homo erectus pekinensi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human habitation patterns within the cave; animals of 
the time were probably trapped in the cave by accident and eventually preserved in situ in the 
Quaternary sediments.

Key words: Early Paleolithic; Zhoukoudian Loc.1; West Section; Taphonomy; Zooarchaeology

1 引 言

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华北平原与西山山脉的交汇地带。上世纪

二十年代至今，这一遗址先后历经了数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过程，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

品、动物化石以及代表 40 余个个体的直立人的骨骼材料
[1, 2]

。截止目前，第一地点的主体

堆积已基本发掘殆尽，仅在遗址东侧的鸽子堂部以及西剖面等局部位置尚有少量第四纪堆

积的原地赋存（图 1）。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保存有完整的地层序列和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信息 , 是北京猿人遗

址最具科学价值的标志性堆积体 [3]
。但是，自 1937 年的大规模发掘停止之后，遗址的这一

部位却一直处于露天的自然状态，常年累月的风吹、雨淋、冰冻、雪浸已经严重蚕食、损害

了遗址堆积的面貌，导致剖面出现上突下缩、凹凸不平乃至部分悬空的明显不稳定状态，存

在局部坍塌的较大隐患。这一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遗址地层的科学展示及工程加固

方案的设计与实施。最近几年，西剖面的上部堆积（第三层）更是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斜向延

伸的较大裂隙且有逐渐加剧之势，进而也对剖面下部地层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有鉴于

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联合向

国家文物局提出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的抢救性清理发掘方案。2009 年 6 月 24 日，在得到

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之后，西剖面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是周口店遗址自 1937
年大规模系统发掘停止后 72 年内首次进行的以遗址保护为主旨的抢救性清理发掘。此次工

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西剖面开裂及局部坍塌隐患，并将剖面切割平整、调整出利于堆积长

久保存的合理坡度，为后续的保护加固工作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发掘工作中逐步揭露的遗

址地层的原始新鲜面也能较大程度地改善剖面的外观与展示效果，提升遗址的展陈和科普水

平。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这次发掘及其后续的分析测试亦有可能为东亚直

立人演化方面某些焦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机遇与可能，比如北京人狩猎能力、用火能力

以及“北京人之家”的争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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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层及发掘概况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保留了遗址第三层及其以下各层位的代表性堆积（第 1-2 层目

前仅存在于遗址的南裂隙以及其上的 “H” 地点）
[5]
。2009-2010 年的西剖面清理发掘工作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共同组

织实施，两家单位先后计有 30 余人参加了这两年的野外工作。

出于对第一地点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考虑，在正式工作之前，发掘队进行了较为充分

的准备工作，包括利用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剖面进行测量及数字化表述，完整提取、保留

清理前西剖面的原始图像和数据信息，以便为清理部位、范围、进深、角度的规划提供科

学依据；在与历史发掘的衔接与顺承方面，发掘队通过洞壁残留的早年发掘时期的布方标

识恢复了原始探方的网格布局，从而也将新的发掘探方较为有效地纳入了遗址总体探方的

网络之中。

考虑到第一地点的巨大科学价值与研究潜力（特别是围绕最近二、三十年以来部分

西方学者对北京猿人遗址早年研究成果的诸多质疑与挑战）[4, 6-13]
，较之于以往的多次发掘，

本次清理发掘更为注重遗址地层的系统取样与分析，以图在围绕遗址的一些重大基础科学

问题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如遗址的形成过程与营力、古人类生存的精确年代框架、古人类

演化的环境背景和资源条件等
[3]
。

上世纪 70 年代进行的周口店遗址综合研究已经为第一地点建立起了一个完整而有效

的地层层序
[5]
，依其描述，西剖面第三层堆积性质如下：

图 1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位置（修改自参考文献 [4]）
Fig.1  Location of the West Section of the 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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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角砾岩层。钙质胶结角砾岩，有巨大的石灰岩块包含其中，西壁剖面中岩块直

径大的超过 1m，角砾风化浅，钙质胶结坚硬，具有空洞，其中有白色方解石小晶体。局

部夹棕黄色粘土质粉砂透镜体。3.60m。

2009-2010 年西剖面发掘中揭露的地层状况与这一描述基本一致。为保持统一起见，

本次发掘遵循了杨子庚等
[5]
的地层划分方案。已有测年结果表明，第一地点第三层的绝

对年代大致在 30 万年左右
[14-16].

2009-2010 年度的清理发掘主要以第三层近 4m 厚的石灰岩角砾堆积为目标，按照考

古规程南北向布置 1×1 m 探方 20 个（图 2）。受差异风化及重力作用影响，西剖面不同深

度位置的堆积面积有着较大程度的差异，各水平层的探方数量因而也在 18-23 个之间小幅

波动。发掘中采取水平层与自然层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堆积物状况的具体差异以 10-20 cm 
为一水平层，逐次向下发掘，并以 Nikon-352 全站仪测量记录出土标本及沉积、环境、年

代样品等的三维空间信息。小型工具如手铲、镊子、毛刷等主要应用于化石材料相对丰富

图 2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第三层 2009-2010 年发掘平面图
Fig.2 Plan of Layer 3 at the West Section of Zhoukoudian Loc.1

的发掘区域；大型工具如电

镐等则在考古材料贫乏且堆

积胶结致密区域偶有使用。

对于发掘中遇到的因风化或

沉积成岩等作用而变得较为

散脆的大中型哺乳动物化

石，一般多会采用一些原地

加固措施以避免更大程度的

骨骼破碎。发掘中依次采用

孔径 8 mm、4 mm 的铁筛

对堆积物中的细粒物质进行

顺序筛选；在小哺乳动物材

料相对富集的水平层内，另

以 1 mm 孔径的细筛再次进

行水洗和筛选，以便获取尽

可能多的小哺乳动物化石与

文化遗物。

本次发掘共揭露 22 个

水平层，出土可鉴定大中型

动物骨骼、啮齿类以及鸟类

骨骼等化石材料1000余件。

令人惊讶的是，与早年工作

的结果不同 [17], 本次发掘并

未在遗址的第三层中发现任

何古人类的骨骼材料或石制

品等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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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土物及埋藏学分析

3.1   哺乳动物化石发现情况

本次发掘出土动物化石数量约为 800 件（不含小哺乳及鸟类），但却未见古人类骨

骼材料与石制品等文化遗存。大中型哺乳动物骨骼的初步鉴定结果表明存在以下 6 个动

物种属（哺乳动物标本描述及测量等将另文发表）：Cervus sp., Cervus (Sika) grayi, Cervus 
elaphus, Sus lydekkeri, Equus sanmeniensis，Ursus sp. ( 图 3)。在能够鉴定到动物种属或骨

骼部位的 314 件（NISP）化石材料中， Cervus (Sika) grayi 数量相对最多（254 件），其

次则为 Cervus elaphus 与 Cervus sp.（分别为 32 件与 20 件），其他几种动物的标本数量

一般仅为 2-3 件；在动物个体数的表现方面（MNI），同样也是 Cervus (Sika) grayi 居于

绝对优势地位（表 1）。

3.2   葛氏斑鹿的骨骼表面痕迹分析

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动物骨骼表面各种改造痕迹（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

在揭示遗址形成过程、阐释古人类生存行为模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8-27]

。这里

我们依据埋藏学家在切割痕、砍斫痕等人工痕迹
[20, 22, 23, 28-33]

以及各种自然痕迹
[28-30, 34-40]

方

面的鉴定标准，分别在肉眼、20X放大镜下对西剖面第三层出土的葛氏斑鹿的198件（NISP）
头后骨骼材料进行了表面痕迹的观察与统计（表 2）。 

按照 Behrensmeyer [39]
的分类方案 , 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动物骨骼中处于 0 和 1 级风

化程度的标本占有绝对数量优势（图 4: 1、图 4: 2)，说明这些骨骼材料可能是快速埋藏或

者是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41-43]

。在食肉类齿痕表现方面，只有少数几件标本保留有这

种痕迹 (NISP 5, 2.53%)。 与相关实验及考古动物群的数据相比
[23, 44-46]

，葛氏斑鹿化石材料

中具食肉类齿痕的标本比例显然要低了许多（图 4: 3），表明食肉类动物在这些骨骼的富

集与改造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与此相似的是，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动物骨骼中

具啮齿类啃咬痕迹的标本数量仅为 17 件（图 4: 4），占全部观察标本数的 8.59%，这与啮

齿类巢穴中相对更高的比例数（60%-100%）之间有着相当显著的差别
[40]
。踩踏 /磨蚀痕迹（图

4: 5）以及根系腐蚀痕迹（图 4: 6）等在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的部分动物骨骼上也有所表

现，但是，它们在动物群中所占的比例值都很低 (6.06%，0.51%)，表明水流、四足动物踩

踏乃至化学腐蚀等自然因素在这一动物群形成与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相对于自然性痕迹而言，西剖面第三层动物群中古人类行为痕迹的完全缺失似乎更加

令人关注。切割痕、火烧痕、砍斫痕等人工改造特征未在这一动物遗存中的任何一件标本中

有所体现。尽管我们在其中一件葛氏斑鹿的长骨上发现了一组类似人工切割特征的线性痕迹，

但是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宽而浅的剖面形态却有力地表明了它的自然性成因（图 4: 5a)。

3.3   葛氏斑鹿的骨骼单元分布模式分析

西剖面第三层出土的葛氏斑鹿动物骨骼中，将近一半标本都呈完整或近乎完整的状

态，并有至少两组动物骨骼是以其解剖位置相互关联的
[47]
。在这一动物种属的骨骼单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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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第三层 2009-2010 年发掘出土典型动物种属骨骼材料
Fig.3  Macro-mammal species from Layer 3 during 2009-2010 field seasons at Zhoukoudian
1.Equus sanmeniensis, 左侧 I2;    2.Ursus sp. 右侧 c1;    3. Cervus elaphus 右侧 m3；    4. Cervus sp. 左侧下颌 ;    5. Sus 

lydekkeri, 左侧 DP3-DP4; 6. Cervus (Sika) grayi 右侧下颌（Scale=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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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动物骨骼表面改造痕迹分布 
Tab.2  Bone surface modification data for Cervus (Sika) grayi from Layer 3

表面痕迹类型 风化阶段 (0-1) 食肉类 啮齿类  根系腐蚀 踩踏 / 磨蚀 火烧 切割 砍斫

NISP 170 5 17 12 1 0 0 0

% 85.86 2.53 8.59 6.06 0.51 0 0 0

图 4  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动物骨骼表面的改造痕迹
Fig.4  Specimens of Cervus (Sika) grayi from Layer 3 bearing signatures from various taphonomic agents

(1-6, 比例尺 = 1 cm; 5a, 6a, 比例尺 = 1 mm).(5a 为 5 中方框部分的局部放大 ; 6a 为 6 中方框

部分的局部放大 ) (1-6, scale = 1 cm; 5a, 6a, scale = 1 mm).

表 1  西剖面第三层出土大中型哺乳动物骨骼统计
Tab.1  Macromammal bone counts in Layer 3

Cervus (Sika) grayi Cervus elaphus Cervus sp. Sus lydekkeri Equus sanmeniensis Ursus sp. 总数

NISP 254 32 20 3 2 3 314

MNI 10 2 4 1 1 1 18

布研究中，我们采用埋藏学中的传统手段，首先依据各骨骼单元上的典型解剖学标志 ( 即
Lyman[20] 经典著作中的扫描点位，如 : 关节面、营养窝等统计得出葛氏斑鹿各骨骼单元的

最小骨骼部位数 (MNE), 然后再根据各骨骼单元在该动物属种完整骨架中的相应数量计算

得出了最小骨骼单元数 (MAU), 并以 Binford[48] 的经典方案将所有动物骨骼部位的最小单元

数 (MNE)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从而得到了各自的 %MAU( 表 3)。 在此后的分析过程中，

我们将以 %MAU 作为各骨骼单元的量化标准值，衡量埋藏学营力在这一动物群形成和聚

集过程中的作用。 这也是目前埋藏学领域内应用最为规范的一种量化统计和分析程序
[4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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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中古人类行为痕迹的完全缺失是极为一致的。

考古遗址内，哺乳动物化石材料中某些骨骼单元的缺乏（如骨松质含量较高的脊椎、

肋骨等）可能与其骨骼密度相对较小有着密切的联系
[20, 40]

。我们把葛氏斑鹿的骨骼单元

分布模式与鹿类动物相应部位的骨骼密度
[57]

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
[47]
。这一结果表明，骨骼的结构密度在葛氏斑鹿骨骼单元分布模式的最终形成方

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考虑到这一动物群相对较小的样品数量，这一观点目前显然

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表 3  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动物骨骼单元 (NISP, 
MAU and %MAU)

Tab.3  Skeletal element data (NISP) for the 
macromammals in Layer 3

NISP MAU MAU%

牙齿 69 10 100

下颌 18 4 40

脊椎 6 1 10

肋骨 17 0.24 2.4

肩胛骨 2 1 10

肱骨 10 1.5 15

桡/尺骨 4 1 10

盆骨 3 1.5 15

股骨 12 2.6 26

胫骨 21 3.05 30.5

腕跗骨 30 2.5 25

掌跖骨 17 1.13 11.3

指（趾）骨 39 2 20

图 5   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的动物骨骼单元分布（%MAU）
Fig.5  The skeletal element profile of the Cervus (Sika) grayi from Layer 3

在游离齿及下颌骨等材料之外，西剖

面第三层中的葛氏斑鹿标本中以胫骨、股

骨、腕跗骨、掌跖骨等数量相对更多；脊

椎骨、肩胛骨，特别是肋骨却数量相对很

小（图 5）。这一分布模式与古人类选择

性地把肌肉附着丰富的骨骼单元（如胫骨、

股骨等）搬运回了洞穴；与此同时，腕跗骨、

掌跖骨等肢端骨骼也因 “ 携带效应 ” 而被

带了回来
[54, 55]

的最终结果较为类似。然而，

当我们把葛氏斑鹿的骨骼单元分布模式与

鹿类动物相应部位的营养指数
[56]

进行对比

分析时却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这一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葛氏斑鹿

骨骼单元分布模式方面并未发挥显著的作

用。也就是说，古人类的搬运行为并非是

西剖面第三层中这一动物遗存分布模式产

生的主要因素。这一现象与第三层动物遗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牙齿

下颌

脊椎

肋骨

肩胛骨

肱骨

桡/尺骨

盆骨

股骨

胫骨

腕跗骨

掌跖骨

指(趾)骨

MAU%



‌• 71 •1 期 张双权等：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 2009-2010 年发掘报告

3.4   葛氏斑鹿的死亡年龄结构分析

在西剖面第三层出土的骨骼材料中，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Cervus (Sika) grayi 的可

鉴定标本数（NISP）、个体数 (MNI)都要明显更多一些。因此，依据 Stiner[49, 50] 的分类方法，

我们把 Cervus (Sika) grayi 的 dp4 及 m3 标本分别归入了幼年、壮年（成年）、老年等三

个年龄组并以改良后的三角图程序
[58, 59]

创建和分析这种动物的死亡年龄模式。通常情况

下，dp4 及 p4 在构建动物死亡年龄方面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在西剖面第三层出土的动物

遗存中，相对于 p4 而言，m3 的数量要更多一些。考虑到这一动物群相对较小的样品数量，

这里我们选用了 dp4 及 m3 完成这一分析。

在 147 颗葛氏斑鹿的牙齿材料中，计有 2 个右侧 dp4 及 8 个左侧 m3 保存完好，因而

可以用来推算其个体年龄。根据萌出顺序、齿冠高度以及磨蚀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情况，这

10 颗牙齿分别有 30%(MIN 3)、40%(MIN 4)、30%(MIN 3) 属于幼年、壮年及老年动物个体

( 表 4)。在动物考古学研究领域内，改良后的三角图程序在小样品量的数据分析方面有着

表 4  Cervus (Sika) grayi 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分布
Tab.4  Mortality profile of Cervus (Sika) grayi based on MNI 

calculation

牙齿数 MNI
幼年 壮年 老年

%, MNI %, MNI %, MNI

147 10 30  3 40  4 30  3

更好的表现
[58, 59]

。为方便对比起见，

我们把周口店山顶洞遗址 1933、
1934 年出土的鹿类动物的死亡年龄

数据
[46]

与西剖面第三层葛氏斑鹿

的相应数据一并绘制在了这个三角

图中 ( 图 6)。
从图 6 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西剖面的数据点落在了灾难

型死亡模式的区域内，这与山顶洞

1933 年动物群的情况较为一致却与

1934 年的磨耗型动物死亡模式存在

差别 [46, 60]
，可能代表了一种潜伏式

的狩猎策略。但是，在上述样品

95% 置信区间的相互关系中，西剖

面与山顶洞 1933、1934 年鹿类动

物的数据分布模式都有一定程度的

重叠，表明这三个动物群中鹿类动

物的死亡年龄结构在 5% 的置信度

水平上是无法区分的。当然，这一

结果与西剖面葛氏斑鹿动物个体数

的相对较小有着显然的联系。未来

野外发掘及室内修理如果有更多葛

氏斑鹿个体发现的话，这一动物死

亡年龄模式的 95% 置信区间分布

范围也会相应的更小一些。

图 6  西剖面第三层以及山顶洞 1933、1934 年动物群中鹿
类动物的死亡年龄分布模式

Fig.6  Cervid mortality profiles from Layer 3, UC 1934               
and UC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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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目前已知古人类、食肉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大型猛禽、流水作用等埋藏学营力都

可以导致考古遗址中动物骨骼的大规模富集
[19, 20, 40, 41, 61, 62]

。对西剖面第三层动物群中居于

绝对数量优势的动物属种 —— 葛氏斑鹿的骨骼表面痕迹研究结果表明，偏低的各种痕迹

比例与上述营力在骨骼聚集与改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较大作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说

明这些因素在西剖面第三层动物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都是相对极为微弱的。

洞穴演化过程与古人类栖居形态以及动物群形成过程之间可能存在较为紧密的联

系 [63]
。在西剖面第三层的底部，本次发掘中揭露出了一个分布广泛、横跨整个发掘区的

巨大石灰岩角砾层，其中某些角砾的最大径达 2m 左右且厚度较大（>1m）。而在此角砾

层之上的第三层其他部位的堆积中，虽然也有石灰岩角砾的反复出现，但大多粒径较小且

分布范围相对局限。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地层现象是：在 2011-2014 年西剖面第四层堆积

的发掘中也相继发现了 4-5 层与第三层底部情况类似的分布广泛的巨大石灰岩角砾。以上

考古证据表明，至少从西剖面第四层的堆积时期开始，这一洞穴就已出现多期次的大规模

的坍塌过程并且导致了第一地点这一部位洞顶形态的消失与湮灭；第三层底部的巨厚角砾

层可能即是这一系列洞穴崩塌事件的最末一次见证。由于洞穴形态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

图 7  西剖面第三层原地出土的葛氏斑鹿骨骼材料
Fig.7  Skeletal remains of Cervus (Sika) grayi preserved in situ in Layer 3 (note the articulated intact 

elements in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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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底部时洞顶的最终或大部消亡，周口店第一地点（至少是其西剖面位置）已经无法

承载它在过去数十万年中所承担的角色，北京猿人可能因此而被迫离开此处并转而选择在

龙骨山周边的其他洞穴或者同一洞穴的其他部位栖居生活。第一地点南裂隙出土的古人类

头骨、石制品以及动物化石或许即是他们在此生存、活动的考古学证据 [17]
。

随着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位置处洞顶形态在第三层底部沉积时期的最终消亡，原

地峭立的南北两侧洞壁相应的起到了类似于陷阱的作用，一些于周口店地区活动的大中型

动物则可能因意外等原因陷落于其中，并且它们的骨骼最终也保存了下来。在 2009-2010
年西剖面第三层发掘过程中出现的葛氏斑鹿动物骨骼大都呈完整状态，甚至还以其解剖位

置相互关联（图 7），这一观察结果也与其意外跌落洞内的推断较为一致。

5 结 论

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 2009-2010 年度的发掘工作出土大中型动物化石较多，其中又

以周口店动物群中的代表性属种葛氏斑鹿为其优势种类。埋藏学研究表明，葛氏斑鹿等大

中型动物骨骼材料在西剖面第三层中的富集与北京猿人的生存行为之间并未有什么联系；

相反，这些动物进入北京猿人遗址的过程可能与西剖面位置处洞穴的发育过程有着更为密

切的关系。

由于持续多次的较大规模的洞穴坍塌事件的影响，原有的能够为古人类提供安全、

遮蔽环境的洞顶在西剖面第三层底部堆积时期已经大部消亡或彻底湮灭，北京猿人被迫选

择离开此处，并在附近区域或猿人洞的其他部位（如南裂隙）延续着他们的生命与文化；

周口店附近与北京猿人同期生存的大中型动物则因各种因素陷落在了残存的洞底。相对于

这一层位而言，西剖面下部地层，特别是第四层中新近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制品、用火遗迹

以及动物化石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北京猿人生存能力及群体活动方面的一些关键性证据；

目前业已初步完成的以第一地点为中心的地球物理调查与勘探工作也有望为未来北京猿人

化石材料的发现及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潜力与可能 [64]
。

致谢：本项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化石发掘与修理专项”经费资助。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同事、研究生以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的多位同志
参加了 2009-2010 年度的野外发掘工作。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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